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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时空演变及交互胁迫关系验证 

王兆峰 李静怡
1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探究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关系对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客观赋权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耦合协调、交互胁迫模

型，基于黄河流域特征建立指标体系探究 2008～2017 年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交互胁迫关系。

结果表明：(1)时序变化上，黄河流域整体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水平较高(>0.8)且波动不明显，耦合协调度在

小范围内呈“W”型波动上升，但旅游综合发展评价指数相对滞后致使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2)空间演

变上，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由下游的中级协调、中

游的初级协调过渡到上游的濒临失调；相对发展类型空间分异明显，下游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上游多为旅游发展

滞后型，协调型省份最少且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呈递增趋势；(3)基于双指数函数模型，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

境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轨迹符合多个“S”型曲线组合的发展特征。可通过健全黄河流域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

架、完善相关制度等推动黄河流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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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在中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首先，黄河流域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黄河流域也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

旅游资源富集带，拥有雄伟秀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独特的人文景观、草原、水域湿地以及多个以水利工程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景

区，截止 2018 年，黄河流域拥有 A 级景区 3497 家，占全国总数的 32.36%。近年来，借助丰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黄

河流域旅游业得到了一定发展，2018 年，国内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分别占全国总数的 27.81%和 25.90%,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

汇收入分别为 13.72%和 11.95%。但由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单元，其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生态敏感性强，且目前流域经济发

展仍以重工业为主，产业低端，其粗放式的发展方式造成黄河流域存在水源涵养功能低、草原湿地功能区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

面临威胁以及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报告显示，2018 年，全国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20个城市中，15个在黄河

流域。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重大国家战略，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成为了黄河流域各省份的一致行动，旅游业作为绿色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引领产业，成为各省

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旅游业环境依托的自然属性决定其对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因旅游行为

发生带来的人流、交通流等而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效应，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也会对旅游发展产生制约效应，即旅游发展与生态

环境之间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因此，厘清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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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目前，伴随旅游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愈加突出
[1]
,旅游与生态环境

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20年，在研究早期，国外

学者较多从旅游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概念[2]、旅游活动带来的环境变化[3]、可持续旅游评价体系[4]、旅游与环境伦理[5]等旅游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进行探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对旅游的影响，并发现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具有强

烈的反作用，尤其在气候变暖方面[6,7]。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8]、旅游压力指数法[9]、生态足迹分析法[10]、

面板回归方法[11]等多种方法进行探究。国内在旅游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上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丰富。从研

究主题来看，国内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分析[12,13]、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14]、生态

环境阈值和旅游承载力
[15,16]

以及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解析
[17]
等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对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

[18,19,20]
以及城

镇化、旅游与生态环境三者[1,6,21]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探究；从研究区域来看，学者对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以中东部发展较好的

区域为主，研究单元涵盖了国家[22]、省域[23]、市域[24]等。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提出，从区域范畴研究旅游与

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文献也开始增多[13,25,26];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27]、交互胁迫模型[13]、TOPSIS 分析

法[28]、面板回归方法[29]、空间统计分析方法[30]等对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同时，随着研究的持续深

入，旅游与环境互动发展中的人地关系
[31]
、旅游发展的生态补偿

[32]
等也成为了学者新的关注领域。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效应，且学者们通过系统多样的方法对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相

互关系、门槛效应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多数研究聚焦于国家、省域、市域研究单元，虽然近年来开始扩展到城市群以及重大国

家战略区域，但对于黄河流域这一承载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区域性载体的研究比较少，也缺乏对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

交互胁迫关系的验证部分。基于此，本文选取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以 2008～2017 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黄河流域目前的生

态环境问题构建独特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旅游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旅游发展与生态

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同时引入双指数函数模型验证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黄河流

域旅游-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机理分析 

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诸多学者基于人地关系理论探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33],人地关系主要研究主体(人)和环境(地)的相互作

用，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开发系统—人地系统[34]。旅游作为以人为主体的行业，旅游活动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

态环境作为狭义上的地理环境，人地系统理论是旅游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的理论根基，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也是人地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人地关系理论，本文将旅游与生态环境定义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又彼此制约。 

从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来看，一方面，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

将有效的推动技术进步[35],旅游业作为国民支柱型产业，旅游发展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生态环境保护

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旅游的经济效益推动旅游产业技术变革，旅游产业的技术进步可以优化旅游资源配置，降低资源开发

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另一方面，旅游作为具有较强关联性的综合性产业，旅游行为的发生会带来人员、服务以及交通流动，

人员流动带来的人群效应，以饭店、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服务部门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以及旅游交

通流动产生的废气等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此外，旅游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诱使旅游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

盲目开发旅游资源，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效应。 

从生态环境对旅游发展的作用来看，一方面，旅游业作为资源依托型产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得以发展的基础和保障[1],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旅游资源来说是一种有着经济价值的资源[36],从经济增长模型来看，优美的自然环境是旅游经济产出中必不可

缺的资本投入。同时，旅游业作为外部依懒性极强的行业，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游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吸引旅游者的同时

还可以增加游客体验满意度，提高游客重游率，为旅游发展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有限的生态承载能力又会对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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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生制约效应。一旦旅游在发展过程中超出了生态承载能力阈值，旅游活动就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导致旅游景区环

境要素支撑能力下降，抑制甚至逆转旅游发展。 

在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行为带来的人员、交通流动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对旅游

地原始生态环境产生压力，而生态环境状态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旅游活动和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通过外界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

意识和行为改变等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37],形成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压力-状态-响应”互动耦合关系。旅游发展与生态

环境的协调共生有赖于发挥各系统要素的相互调节、促进与良性耦合，最终形成整个旅游与生态环境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图 1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作用机理 

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SEM) 

熵值法是利用评价指标本身固有信息来评价指标的效用价值的客观赋权方法。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的处理方式： 

 

负向指标处理方式： 

 

然后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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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j为指标熵值，0≤ej≤1;yij为第 i个样本、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m和 n分别为样本数和指标数；k=1/lnm;Wj为指

标权重，本文通过 stata14.1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1.2 综合评价方法 

设 xi(i=1,2,…,k)和 yj(j=1,2,…,l)分别为旅游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则 2 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模型

可分别表示为： 

 

式中：t(x)和 e(y)分别表示旅游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值；ai和 bj分别表示两系统各指标的权重；xi和 yj分

别表示两系统各指标的标准化值。 

2.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基于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定义不同系统之间彼此作用程度的方法。参考已有研究[38,39],将旅游发展-生态环境系统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 

 

式中：C为耦合度，且 C∈[0,1]。C值越大，表明系统间要素互动情况越良好。虽然耦合度模型可反映旅游与生态环境相互

作用强弱，但存在两系统实际发展水平低下而耦合度虚高的情况，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为：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反映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各自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一般α+β=1;

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25,40],并且考虑到黄河流域发展过程中，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旅游发

展重要性相当，α 和 β 均取值 0.5 和 0.5;为直观解释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所处的时序空间，借鉴已有学者

的研究成果[41,42,43],将耦合协调度细分为 10 个等级：0～0.09 为极度失调，0.1～0.19 为严重失调，0.20～0.29 为中度失调，

0.30～0.39为轻度失调，0.40～0.49为濒临失调，0.50～0.59 为勉强协调，0.60～0.69 为初级协调，0.70～0.79 为中级协调，

0.80～0.89为良好协调，0.90～1.00为优质协调。 

为进一步确定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对发展水平，本文引入了相对发展模型
[44,45]

,公式如(8)所示，其中，δ 为相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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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当 0<δ≤0.9说明该流域旅游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当 0.9<δ≤1.2 说明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两者互为动力；当δ>1.2

说明生态环境滞后于旅游发展，应加大环保资金投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良好发展。 

 

2.1.4 交互胁迫模型 

交互胁迫理论认为，旅游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具有复杂的交互胁迫关系，包括恶性循环关系和良性循环关系。国内学者周一

星
[46]
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对数曲线关系。Grossman 等

[47]
证实生态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

的变化关系。黄金川等[48]根据上述两种关系，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胁迫关系的双指数函数。旅游与

生态环境即相互作用又彼此制约，为了进一步探究两系统的内部胁迫关系，本文借鉴双指数函数模型揭示两系统的交互胁迫轨

迹，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Z 为生态系统指数，y 为旅游发展系统指数，m 为生态环境阈值，n,a,b,p 为待定参数。当 10(y-b)/a<p 时，生态环境随

旅游发展的提高而逐渐恶化；当 10(y-b)/a=p 时，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达到最大值 m;当 10(y-b)/a>p 时，生态环境随旅游发展的提高逐

渐转好。 

2.2 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作为两个复杂系统，对其进行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

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分析，基于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机理，旅游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增长、旅游行为带来的人群效应以及旅游

相关服务部门等作用于生态环境。因此，在遵循指标选取的代表性、系统性、独立性与可获得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参照郭向阳等
[37]、王振波等[13]的研究，从旅游设施、旅游规模、旅游效益、旅游地位 4个方面，内含 9项指标反映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旅游

流量、经济增长以及旅游发展贡献效应，进而综合反映旅游发展水平；考虑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主要为水体污染、草原

湿地生态功能区水土流失等，参照我国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评价指标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49],基于 PSR 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

3个方面，选取了 13项指标构建生态环境系统(表 1)。 

2.3 数据来源 

文中旅游发展指标体系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9-2018)、各省份的《统计年鉴》(2009-2018)以及各省

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2008-2017)。生态环境指标体系中的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2018)、《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2009-2018)、各省份的环境状况公报(2008-2017)。指标中的少部分数据来自于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网站。 

3 实证分析 

3.1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序分析 

表 1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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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要素 评价指标 指标功效 指标权重 

旅游发展 

旅游设施 星际饭店数(个) + 0.0944 

 旅行社数(个) + 0.1028 

 A 级景区数(个) + 0.1126 

旅游规模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 + 0.1279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 + 0.1343 

旅游效益 国外旅游收入(亿元) + 0.1217 

 入境旅游收入(亿元) + 0.1656 

旅游地位 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 + 0.0723 

 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 + 0.0684 

压力 废水排放总量(万 t) - 0.0548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 t) - 0.0668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t) - 0.0601 

 PM2.5 年均浓度(ug/m3) - 0.0639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 0.0799 

状态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 + 0.1395 

 湿地面积占比(%) + 0.1084 

 地表水优质率(%) + 0.084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0399 

响应 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39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0963 

 造林面积占比(%) + 0.0783 

 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 + 0.0885 

 

注：“+”表示该指标属于正向指标，“-”表示该指标属于负向指标. 

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了 2008年以来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表 2、图 2)。结果显示：(1)旅游发展子系统评价指数波动上升，其变化大致分为 4个阶段。具体来看，黄河流域旅游发展水平

在 2008～2010 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 2008 年发生了汶川地震，四川及周边省份的旅游发展均受到一定的影响。2010～2013

年，各省份出台相应政策推动旅游发展，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013～2014 年，旅游发展水平又有所下降，这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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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环境污染严重，尤其是北方雾霾严重，中央八项政策的出台使得旅游发展水平有所降低。2014～2017 年，随着雾霾

防治和旅游相关产业经营策略的调整，黄河流域旅游发展水平又呈增长趋势。(2)从生态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来看，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发展水平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在 2008～2017 年多次呈现倒 U型发展形态。2008～2010年，受汶川地震的

影响，四川及周边省份旅游与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从而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高。2010～2013 年，旅游的快速发展先对生态环境

造成胁迫效应，随后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 2013 年达到了 10 年间最优。2013～2014 年，环境污染严

重，尤其是 PM2.5浓度上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急速下降。2014～2016 年，受之前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仍呈下

降趋势，但随着 2015 年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其下降速率较之前明显降低，并在2017 年又呈增长趋势。(3)从系统综合发展

指数来看，在整体不断上升的基础上与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从 2008 年的 0.4004 上升

为 2017 年的 0.4295。(4)从耦合度来看，近十年来，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变化幅度不大且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C>0.8),与黄河流域近 10年的均值0.8164 比，2008～2013 年耦合度低于均值，而后 4年耦合度高于均值，2017 年的耦合度是

2008 年的 1.03 倍，以上表明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在发展过程较为稳定且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受自然灾害以及旅游政策

的影响，2008～2013 年间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效应波动下降；随着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各省份旅游业抓住

契机深化改革，生态环境保护也得到重视，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效应开始回升。(5)从耦合协调度来看，2008～2017 年间旅

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小“W”型增长态势。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水平不断上升使得 2008～2010 年耦合协调度

缓慢上升，并在 2010 年达到研究期内的第一个小高点；2011 年耦合协调度较 2010 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旅游粗放式的发展

方式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显现出来，2011年的生态环境水平较 2010 年下降 2.7%;2014 年受环境及中央八项政策影响，旅游产

业多个要素部门受到影响，旅游发展水平较 2013 年下降 3.6%,耦合协调度出现研究期内的第二个“低点”;2015～2017 年耦合

协调度持续上升，2017 年的耦合协调度较 2015 年上升 1.6%,达到 10 年间的最大值。2015 年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推动了旅游

产业的结构性改革，旅游行业开始追求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上升也证实高质量发展理念在黄河流域旅游-生态系统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表 2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指标 

年份 
旅游发展 

评价指数 t(x) 

生态环境 

评价指数 e(y) 

系统综合 

发展指数(T)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耦合协调等级 

2008 0.3675 0.4334 0.4004 0.8081 0.5583 勉强协调 

2009 0.3593 0.4511 0.4052 0.8088 0.5611 勉强协调 

2010 0.3604 0.4579 0.4091 0.8165 0.5695 勉强协调 

2011 0.3706 0.4454 0.4080 0.8165 0.5638 勉强协调 

2012 0.3830 0.4468 0.4149 0.8131 0.5679 勉强协调 

2013 0.3986 0.4837 0.4411 0.8132 0.5871 勉强协调 

2014 0.3842 0.4577 0.4210 0.8180 0.5759 勉强协调 

2015 0.3980 0.4512 0.4246 0.8220 0.5793 勉强协调 

2016 0.4024 0.4461 0.4242 0.8253 0.5852 勉强协调 

2017 0.4095 0.4495 0.4295 0.8289 0.5886 勉强协调 

平均值 0.3833 0.4522 0.4178 0.8164 0.5737 勉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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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图 3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3.2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空间分异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总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不同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差异。文章选取

2008,2011,2014,2017 年 4个截面数据，绘制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图(图 4)。 

2008 年，耦合协调度为失调状态的区域集中于黄河上游省份。其中宁夏耦合协调度为 0.151,处于严重失调状态；青海耦合

协调度为 0.369,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甘肃耦合协调度为 0.415,处于濒临失调状态。这主要由于 3个省份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经

济增长缓慢，处于西北经济塌陷区，近年来旅游业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使得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

同样位于上游的内蒙古借助草原资源优势，旅游发展持续向好，与生态环境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四川省仅阿坝藏族自治州位于黄

河流域，其他区域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且四川省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借助十一五期间的西部开发政策扶

持，旅游得到良好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中游的陕西耦合协调度处于 0.60～0.69 区间，为初级协调类型。山西

省煤炭资源丰富，在其经济结构中，以煤碳资源开发为主的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指数较低，与旅游发

展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下游的山东省耦合协调度为 0.829,属于良好协调类型，是九个省份中耦合协调度最高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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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2011 年，耦合协调度仍为上游<中游<下游。中游省份首次全部步入初级协调状态，上游的四川省由初级协调状态上升为中

级协调状态。2014 年，上游的甘肃、青海、宁夏仍为失调类型；中游的陕西耦合协调度不断优化，由原来的初级协调状态上升

为中级协调状态。这得益于，近年来陕西省借助自媒体等现代化、电子化手段为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旅游影响力提升，尤其以

西安为代表，旅游增势明显。下游的山东省依然维持良好协调状态，在 9 省份中耦合协调度最高。2017 年，上游的甘肃省首次

进入协调状态，与山西省同属于勉强协调类型。这一方面得益于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甘肃的经济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甘肃省位于丝绸之路黄金段的优势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了甘肃旅游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甘肃省“十二五”期

间展开的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推广示范取得突破性进展，促进了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中游的山西省耦合协调度由初级协调状态

降为勉强协调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山西省生态环境相关工作管控不力，存在自然保护区违规开发、重点行业污染防治设施提质

改造进度滞后等现象，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由 2014 年的 0.3967下降为0.2639,使其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降低；下游的

河南省耦合协调度持续优化，首次进入中级协调状态。其他省份耦合协调度在小范围内波动上升，耦合协调类型未发生变化。整

体上看，黄河流域九省份的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正逐渐优化，中度协调状态由 2008 年的 0 省份上升为 2017 年的 3

省份，失调状态由 2008 年的 3 省份下降为 2017 年的 2 省份。在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存在空间差异，表现为

“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中上游耦合协调度在十年间优化更明显。 

3.3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类型 

根据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对发展模型，2008～2017年间(图 5),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逐渐增多，且在空间分布

上位于中下游；旅游发展滞后型省份集聚于上游；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型省份位于中游。具体来看，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多

位于中下游是因为中下游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加之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凭借资源优势和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旅游

发展如火如荼，旅游发展评价指数一直位于九省份的前列，但前期快速粗放的发展方式为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对生态环境

产生了胁迫效应，生态环境评价指数滞后于旅游发展评价指数。但从时间维度来看，中下游各省份的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与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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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评价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多个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以下游的河南省为

例，在研究期内，其相对发展类型成功由生态环境滞后型转变为协调发展型。这得益于近年来河南省坚持一张蓝图保发展、一体

共治建生态的理念，先后成立生态建设、国土空间规划、防止污染等工作专班来推动黄河生态建设，并通过旅游资源的外溢辐射

效用将区域的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九省份中协调发展型省份最少，研究期内，只有中游的山西、陕西相对发展度在 0.9～

1.2 上下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陕西省2017年的生态环境评价指数较 2016 年分别下降 29.5%、13.1%,相对发展类型均

由协调发展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这一现象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在日后的发展中推动旅游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促进生

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正循环发展。旅游发展滞后型省份则集聚于西部及北部欠发达地区。如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这四省

份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旅游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资源禀赋相对充裕，旅游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上游的四川受

2008 年汶川地震影响，2008～2011 年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但作为 9省份中的旅游强省，旅游业日渐回温，2017年旅游发

展水平较 2012 年增长 7.4%,成为下游唯一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整体而言，受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黄河上、

下游省份相对发展类型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黄河流域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型省份较少，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

响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图 5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类型 

3.4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胁迫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 MATLAB2019 对黄河流域 2008～2017 年间 9 省份的旅游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进行曲线拟合，推导出相应的双

指数关系函数(表 3)及曲线(图 6)。 

如表 3 所示，m 表示曲线拐点出现时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其大小为：青海>山东>宁夏>山西>甘肃>内蒙古>陕西>四川>河

南，表明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双指数曲线出现拐点时，m值较大的省份承载的生态压力较大。以青海省为例，作为9省

份中 m值最大的省份，因其拥有三江源、青海湖流域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生态脆弱区，因此出现拐点时其承载较大的生态压

力。n值表示生态环境与旅游系统发展速率有关，从 n值来看，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陕西>甘肃>山东>四川>河南，表明黄河

流域各省份生态环境压力与旅游产业规模扩张速率有关，旅游系统变化速率越快，生态环境恶化越迅速。n值较大的省份多位于

旅游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且生态环境较脆弱的上游地区；b值的大小反应了双指数曲线拐点出现的早晚。b值越大，说明拐点出现

时旅游系统发展水平越高。从 b 值来看，山东>陕西>四川>山西>河南>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表现出黄河流域旅游发展水平

越高省份的拐点晚出现于水平较低省份，且拐点出现时旅游发展水平较高，这一结论山东最为典型。 

表 3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九省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双指数关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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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双指数关系方程式 m值 n 值 a 值 b 值 p 值 

山西 Z=0.565-1.119(10(y-0.465)/0.041)-0.431)2 0.565 1.119 0.041 0.465 0.431 

内蒙古 Z=0.492-0.546(10(y-0.325)/0.378)-0.804)2 0.492 0.546 0.378 0.325 0.804 

山东 Z=0.648-0.382(10(y-0.830/1.305)-0.385)2 0.648 0.382 1.305 0.830 0.385 

河南 Z=0.290+2.011(10(y-0.366)/0.836)-1.738)2 0.290 -2.011 0.836 0.366 1.738 

四川 Z=0.417+0.984(10(y-0.566)/0.864)-1.109)2 0.417 -0.984 0.864 0.566 1.109 

陕西 Z=0.470-0.481(10(y-0.6445)/0.1471)-0.3221)2 0.470 0.481 0.147 0.644 0.322 

甘肃 Z=0.554-0.409(10(y-0.185)/0.039)-0.627)2 0.554 0.409 0.039 0.185 0.627 

青海 Z=0.797-0.495(10(y-0.125)/0.191)-1.105)2 0.797 0.495 0.191 0.125 1.105 

宁夏 Z=0.583-0.758(10
(y-0.078)/0.2031)

-1.041)
2
 0.583 0.758 0.203 0.078 1.041 

 

 

图 6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 9省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双指数曲线 

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轨迹存在阶段性和空间发展不均衡性，演变轨迹符合多个“S”型曲线组合的节律性发展

特征。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集聚于中下游，当拐点出现时，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位于黄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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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拐点出现时，其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较高；在拐点出现之前，旅游发展使生态环境压力增加，在拐点出现之后，生态环境压力

随旅游发展而降低。这一过程的演进，说明所求出的双指数曲线方程和拟合图可以反应出黄河流域 9 省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

交互胁迫的基本演变轨迹，即生态环境对旅游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约束作用，而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胁迫作用。 

综上所述，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具有显著的胁迫和明显的约束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黄河流域旅游业的迅猛

发展，旅游人数快速增长，景区建设面积不断扩张，但囿于前期旅游业与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旅游资源过度开发，

景区设施错乱分布、旅游垃圾污染严重等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因而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

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和相对发展模型，定量测度了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二者

同步发展状态，并运用双指数函数模型定量验证了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1)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变化上，黄河流域整体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大于旅游发展水平，但两者评价指数均不高；两者随

时间增长均呈上升态势，但增长速度较慢。 

(2)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上，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0.8)且波动不明显，耦合协调度总

体呈“W”型增长态势，但旅游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其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 

(3)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上，上、中、下游省份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在研究期内，上游

(甘肃、青海、宁夏、四川和内蒙古)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0.485,属于濒临失调状态；中游(山西、陕西)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0.656,

属于初级协调状态；下游(河南、山东)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 0.717,属于中度协调状态。 

(4)从相对发展度来看，上游省份因整体经济发展落后，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多为旅游发展滞后型，下游省份凭借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型省份最少且均位于中游。值得注意的

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生态环境滞后型省份呈递增趋势，各省份应引起警觉并在日后的发展中积极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促进

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 

(5)基于双指数函数模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对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约束效应，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存在显著胁迫效应。从拐

点出现时黄河流域各省份旅游发展水平与演变速率来看，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拐点晚出现于水平较低省份，且拐点出现较

早的省份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恶化风险。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仍

面临很大挑战，今后各省份可结合自身特点，在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实现整体效益最大

化。 

4.2 建议 

2008～2017 年，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优化，但从空间维度来看，黄河

流域上、中、下游的耦合协调度仍存在较大差异，且相对发展类型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的省份呈递增趋势，为推动黄河流域旅游

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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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省份在发展过程中加强旅游环境保护区域协作，破除行政区划的条款分割，建立健全黄河流域旅游生态保护合作框架，

在框架内，加强旅游发展理念、技术的交流互鉴。黄河流域上游省份旅游发展水平不高，且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可以加强与中下

游旅游发展较好省份的技术、理念互鉴，推动黄河上游省份旅游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旅游发展产生的反哺效应，为生态治理、环

境保护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进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进入由点带面、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的系统化、协同化阶段。 

(2)优化旅游发展结构，因地制宜的发展复合型生态系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黄河流域自然景观壮丽秀美”,

沙漠浩瀚，草原广布，峡谷险峻，这些均为旅游发展的本底资源。上游的三江源、祁连山、中游的沙漠沙地、下游的河口湿地等

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宜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科普旅游、红色旅游和研学旅游，而非大规模团进团出

的大众旅游。生态环境是载体和支撑，是吸引游客到访的要素而非接待游客的空间。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能为追求发展速度而破

坏生态红线，要不断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坚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旅游资源寻求合适的旅游发展类型，以促进旅游对生态环境

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3)创新协调发展体制及相关法律标准建设。目前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不明晰，两者均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从而

引起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生态环境效应之间的矛盾。黄河流域亦是如此，目前仍存在旅游资源滥用、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在后

期的发展中，应不断创新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生态空间布局，树立整体性思维，按照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协调发展规律，发挥流域地区的比较优势，减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现象。同时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明确界定

环境产权，推进黄河法、生态旅游发展等法律法规的建设及完善。如近期河南省揭牌的首个跨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

地，今后应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实现旅游与生态环境持续释放红利。 

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流域旅游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时空格局进行探究并通过双指数函数模型对

两者的交互胁迫效应进行了验证，取得了一定有效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均为复杂性系

统，对于旅游发展评价指标选取上较为合理和全面，但在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选取上仍有完善的空间；在耦合协调度上，由于文

章所得耦合协调度仅为相对结果，非绝对水平，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黄河流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外部相关因素的驱动

机制有待深入探究。同时囿于数据限制，本文探究的时间跨度只有 10年，相对较短，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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